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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实”
——论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之一

陈学明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中国道路的开辟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意义。它既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没有过时，

又用实践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一些不合时宜的结论，更用实践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

的“证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道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道路使马

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光芒四射；中国道路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判断没

有错；中国道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是行之有效的；中国道路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现

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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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一般都着

眼于揭示中国道路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资

源的，或者说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导引下开辟中国

道路的。但是由于本文所要阐述的是中国道路开

辟的世界意义，因而本文则从另一角度说明二者的

内在联系，即着重论述中国道路的开辟对马克思主

义究竟带来了什么。

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想

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命运取决于马克思

主义的命运。所以，要认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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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早已提出要做到“四个分清”，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

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但时至今日，似乎尚未见学界对此做出系统的、明确的论述。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特聘教授陈学明题为《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的来稿，直面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从对马克思主义

的“证实”“证伪”“发展”三个层次分别阐述了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究竟带来了什么。文章一方面通过从一个特定的

角度揭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人类意义之所在，另一方面又依据中国道路的实践对“四个分清”做出探索，不仅对增

强中国道路的自信心，而且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性的认识，都有重大意义。此稿共 5 万多字，我刊准

备分三期连续刊登。本期先刊登《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实”》，下两期分别刊登《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

伪”》和《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陈学明治学极为严谨，他反复强调自己的研究是初步的，文章的许多观点有

待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之所以使这一研究成果尽快面世，是为了“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关注。

在这里，我们特将作者的意思转达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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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研究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中国

道路的世界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对马克思

主义所产生的意义。中国道路的其他方面的世界

意义是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主要表现有三：

首先，它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

基本理论没有过时，从而它向人类表明马克思主义

继续是自己前进的旗帜；其次，它又用自己的实践

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一些不合时宜的结论，从

而使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纯洁；再次，它更用自己

的实践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

更加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永葆革命的青春。这种对

马克思主义的“证实”“证伪”与“发展”就构成了中

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意义。

下面，本文首先探讨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

“证实”。应当说，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实”

是全方位的，在这里仅挑选若干个方面来论述。

一、中国道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

盾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果说，人类经过了漫长的、艰难的历程，才懂

得了在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存在着规律的

话，那么人类发现社会生活也存在着客观规律所经

历的途程就更漫长和困难得多。一直到了马克思

和恩格斯那里，确切地说，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推

出《共产党宣言》这一不朽的著作之时，才终于排除

迷雾，找到了社会生活中的真实联系，揭示了人类

社会的结构和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个伟大的发

现。恩格斯于马克思逝世以后，在为马克思落葬的

仪式上的讲话中，认为这一发现的意义不亚于达尔

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就是：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

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9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 1883 年德文版序言中指

出，这是“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1]9，而在《共产党

宣言》的 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次强调这

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1]14。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

发现，实际上是找到了一个“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

识形态”所掩盖着的“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

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

等活动；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

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

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

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像过去

那样做的相反。

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伟大发现的基

本思想，就是把社会及其发展看成自然历史过程。

这里，所谓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指社会同自然界

一样也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社会规律也是客观

的、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规律就

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

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正

是这两对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的发展。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也

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马克思主义有其确定

的本质，社会矛盾运动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

质。只要这一理论没有过时，只要这一理论仍然站

得住脚，那么就说明整个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整

个马克思主义仍然站得住脚。中国道路正是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自觉地推进以社会矛盾运动

为基本内容的唯物史观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中国

道路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伟大成果。社会基本矛

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产生和

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生长点。当然同样也可以反

过来说，以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史观借助于中国道路的成功，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再一次得以“证实”，也正因为中国道路证

明了以社会矛盾运动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的

唯物史观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而也就说明马克思

主义从整体上、本质上看并没有过时。

中国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就

是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运动理论的实际运用，

而这样做的成功则首先强有力证实了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矛盾运动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

依据就是唯物史观，更具体地说就是把生产力视为

构成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

盾运动理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

生产关系，在生产力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当然不

能有“够格的社会主义”，基于此，唯一的选择是大

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这样说道：“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

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

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

的第一个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

陈学明 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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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

文化生活水平。”[2]116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

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率领下，毅

然决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自此

以后，中国就形成了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共识，

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围绕着发展经济、发展生产

力这一目标运转。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具

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转折，实际上这也就是回归到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一次重大转折。现在人们

都把中国这 30 多年来的成功首先归结于实现这一

重大转折的成功，即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发

展生产力上来的成功，当然，也可顺理成章地归结

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实际运用的

成功。

中国道路确认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中国道路的开辟建立在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性质

的这一基本认定的基础之上。承认生产力决定生

产关系，这是唯物主义地理解社会发展的关键。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强调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

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把握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把

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中国

道路的开创者正是如实地反映了我国目前的生产

力发展的要求，严格地从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的实

际状况出发，提出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并以此作为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可

以说，确认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深刻

把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这一唯物史

观所揭示的基本规律的结果，当然，对中国目前社

会的性质的这一科学认定也有力地证明了唯物史

观所揭示的这一规律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威力。确

定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就是确

定目前我国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符合的所有制形

式。这就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非

公有制经济成分，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

制度。按照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中国道路的开创者

和引路人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即毫不动

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

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由于这一基本经济

制度和基本方针适合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以有

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道路开辟的过程也就是按照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不断实施改革的过程。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人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生

产中的两个方面，它们有机地构成一定的生产方

式。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矛盾运动推动的。在这里，关键在于一方面要努

力使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发

挥能动的反作用，即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场

所，另一方面则必须不断地促使随着物质生产资

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

即主动地去调节、改变不适应生产力的那部分生产

关系。邓小平倡导的改革的实质就是依据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运动理论，主动地去调节、改变不适应生产力的那

部分生产关系。对此他说得十分清楚：“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

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

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370 毫无疑问，改革是中

国这些年来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改革之所

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改革调节和改变了不

适应生产力的那部分生产关系，从而解放和发展了

生产力。从这一意义上说，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所展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

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自然发展和延

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这里再一

次得到“证实”。

二、中国道路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的思想路线光芒四射

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的《历

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一定会首先被该书开宗明义

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其“方法”、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正统”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的观点所吸引。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结合在一起，那么卢卡奇的这一

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接受的。确实，马克思主

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

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与方法论说到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

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

就是能动的唯物主义反映论。马克思主义的能动

的反映论继承了唯物主义的传统，坚决彻底地把物

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存在的反映这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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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作为认识论、方法论的基

础。它不仅认为人们的一般意识、自然知识是社会

存在的反映，同时还认为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知

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把反映论的原则贯彻于社

会历史领域，对社会的意识现象进行了唯物主义的

解释。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又把

科学的实践观引入了认识论，全面地、科学地解释

了意识和存在、主观和客观在认识过程中的相互关

系。以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为主要内容的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是认识

史、科学技术史的经验总结，同时又是能动地指导

科学认识发展的指南 [3]306-310。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用

“实事求是”这一成语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

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实事”就是具体实际、具体

实践。“求是”就是从具体实际、具体实践中求得对

客观规律的认识。毛泽东曾经提出人的正确思想

来自哪里的问题，他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于

实践，认为人的认识只能来自于实践，反过来又指

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实践、认识，再

实践、再认识……如此往复，以至无穷。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离不

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贯彻于中国道路的主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

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要不是中国道路的开创者首

先在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即回到辩证唯物主义的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有

这 30 多年的成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

思想路线在走上改革开放的中国充分展现了其巨

大的威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可以说整个马克

思主义的这一“精髓”借助于中国道路再次获得了

强有力的证明。

邓小平于 1978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

议闭幕会上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

前看》的讲话，被誉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这次中

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

了充分的准备，而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

全会的主题报告 [4]143。 今天再来看这篇文献，它最

重要的作用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

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全党乃至整个中国遵循马克

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进。邓小平

在这个讲话中明确地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

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

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

论也才能顺利发展。”[4]143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还特

别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

主义，因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

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

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4]143。

邓小平在发表这一讲话之际，一场关于真理标

准问题的讨论正在全国展开。这原本是一个属于

马克思主义哲学 ABC 的问题，在当时却会争论不

休。事实清楚地表明，不打破思想僵化，不确立辩

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国通

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来开启自己的新型的发展道

路，绝不是偶然的。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对正在热

烈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总结指出：“目前进

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

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重大。从争论的情况来

看，越看越重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是个

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

题。”[4]143 邓小平在这里高度肯定这场争论的重大意

义，把端正思想路线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认识，提

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度上来认识。

当时的中国确实百废待兴，邓小平就这样从端正党

的思想路线，即从促进党回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

路线上来撬动历史的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实现

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正式走上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大道。显然，这条道路是以思想路线的

拨乱反正为先导的。

我们看到，这 30 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断推进的过程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

是的认识路线的过程。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主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每当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关键时刻，中国领

导人总是首先提出我们要遵循什么样的认识路线

的问题。众所周知，正是 1992 年的邓小平南方谈

话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

界。邓小平在这里对于困扰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

列问题给予了正面回答，而他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

程中总是首先告诫人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路路线

是正确认识和回答这些问题的先决条件。正是在

陈学明 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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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最近，有的

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

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

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

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

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

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

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

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

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2]382 事实正如邓小平的

这段话所揭示的那样，中国道路的成功完全是中国

“靠实践，靠实事求是”的结果，中国道路的胜利证

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胜利，又因为“实事求

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的胜利又证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胜利”，

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

三、中国道路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

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判断没有错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称为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

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

可避免的。”[1]257 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就是论证资本主

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两个

必然”是共产主义信念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也是共

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最重要的理论依

据。关键在于，“两个必然”不是马克思面壁凭空提

出来的，它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的。

具体地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两个必然”不是

从理性或道德的“应然”引发出来的“必然”，而是基

于对历史和现状的“实然”的探究所论证出来的“必

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做出了“两个必然”的结

论，而且还鞭辟入里地论述了“两个必然”的根据何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被称为“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前加上

“科学”两字，是完全正确的。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就是揭示资本主义

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所以只要

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这一基本判断当今依然成立，

那么就说明，从整体上说马克思主义还有现实性，

反之倘若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这一基本判断当今

业已失去“时效”，那么也就是意味着从整体上说可

以把马克思主义“送进历史博物馆”。唯物史观、共

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主义是三而一、一而三的概念，

对其中的一个的否定，必然同时是对其他两个的否

定；与此相应，对其中的一个的肯定，也必然同时是

对其他两个的肯定。革命的理想主义以共产主义

目标为前提，而共产主义目标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为哲学基础；反过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

观蕴含着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共产主义的目标又决

定了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生活态度。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人如果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资本主

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判断，已经放弃了为共

产主义而努力奋斗的革命的理想主义，那就说明他

实际上已“告别”了马克思主义，已是一个马克思主

义的“他者”。

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

主要看它究竟是“证实”还是“证伪”了马克思主义

的这一基本判断。如果中国道路的成功进一步证

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中

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正题”，如果中国道路的成

功“推翻”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判断，那么完全

可以把中国道路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反题”。中国

道路的主要设计者邓小平对此的认识十分明确，他

这样说道，这一道路“更重要的向人类表明，社会主

义是必经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225。“我们

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

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全世界证明社会

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

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就，证

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

好。”[5]1255邓小平在这里用明确的语言告诉人们，中

国道路证明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资本主义必然要

被社会主义的判断是正确的，人类坚持以共产主义

为奋斗目标的革命的理想主义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

刻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整个世界

的社会主义运动还处于一蹶不振之时，社会主义在

中国却出现欣欣向荣的大发展局面。中国在牢牢

守住自己的社会主义阵地的同时，也振兴了世界社

会主义事业。中国的成功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这一成就理所当然地

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记在世界社会主义的账

上。邓小平说得好：“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

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2]321，“只要中国社

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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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揭示了中国在特殊环境中

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必然要被

社会主义替代这一人类社会最普遍、最本质的规律。

邓小平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原因就在于：

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中国特色

的资本主义。中国道路奉行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而

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邓小平坚信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

而且也绝不允许它姓“资”。他说：“到本世纪末，上

海 浦 东 和 深 圳 要 回 答 一 个 问 题 ：姓‘ 社 ’不 姓

‘资’……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

‘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

义。”[2]372 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但他始终认为改革

开放只是个手段，即改革开放只是作为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的策略、方法和手段。在他那里，是把社

会主义作为原则、前提、目标和主干来看待的。改

革开放是为了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而并不

是为了削弱、动摇甚至推翻社会主义而存在的。他

鲜明地提出改革开放“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

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241。 这实际上指出了

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正因为中国的改革开

放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的，正因

为中国道路是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以中国在这一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所证明的并

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所发生的“上

百上千的事实”在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姓“社”而不

姓“资”的同时，也顺理成章地证明了社会主义优于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这一马克

思主义所做出的基本判断。

中国道路是在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

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中向前推进

的。中国道路一方面坚守了社会主义的底线，另一

方面又按照当今中国的“国情”和当今世界的“世

情”不断地利用、学习和吸纳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

为社会主义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道路的开创者

深刻认识到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

历史必然性。但是利用资本主义不同于走资本主

义的道路，利用资本主义当然也不等于证明资本主

义优于社会主义，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资本

主义要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判断已“失灵”了。利

用资本主义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有着明确的界

限的。前者是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优点和长处，借

鉴其一些做法，与此同时，对其负面效应保持高度

的警惕，从不放弃用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制度来对资

本主义进行节制、约束和批判的权力；后者则是全

面落实资本主义的观念、制度和实践，把发展资本

主义作为目标，一味允许乃至纵容、鼓励资本主义

盲目发展，被资本主义所驾驭。 在中国大地正在

发生的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我们在这里实

实在在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在被社会主义利用的

同时，又正被社会主义所一步一步战胜与替代。

四、中国道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

党学说是行之有效的

国内外研究中国道路的学者无论其出发点如

何不同，都把中国道路的成功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

制联系在一起，即都把中国道路的成功归结为是由

于中国坚持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张维为

在探索中国道路成功之谜时，首先强调中国的成功

是由于中国有一个“强势政府”。他认为：“在过去三

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正是中国历史形成的政府权

威，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政党权威都被用来推

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用来组织落实各种改革措施，

用来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协调。”“中国超

大型的规模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除

了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传统色彩的高效的政府体制

外，没有任何一个体制能够处理这种挑战。”[7]102 福山

用“威权主义”这一概念来表述中国目前的政治体

制，并且提出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导致了

中国模式的成功。他说，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集权的官僚体系的一部

分。这一官僚体系是过去官僚体系的现代版本，为

中国提供了高质量的治理”[8]47-48，“一方面它有一个

高质量的威权政府，另一方面它又不受与市场经济

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相伴而生的法治或民主制

度的制约”[8]51。张维为从肯定的角度来论述中国道

路的成功离不开“强势政府”，而福山则一方面把中

国道路的成功与“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

则又以此来说明中国道路“不值得效法”，他们两人

立场截然有别，但从不同的方向上揭示了一个基本

的事实：中国的民族解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取得的，中国的民族振兴也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进行。中国这 30 多年的巨大成绩的取得是中

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中国的成功离不开中

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

代表大会的政体，或者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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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来认识中国道路的成功，那么中国道

路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的有效

性，因为现今的中国政治体制，即现今的由中国共

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的体制，现今的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按照马克思主

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告诉我们，阶级

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在我们当今中国称为

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新

型的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的统

治是通过它的政党——共产党来实现的。列宁是

这样来论述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相互关系的：

“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情况

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

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

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

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9]23 列宁的这段

话不但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是

由其政党共产党来领导的，而且指出作为无产阶级

政党的共产党是由“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

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我们一方

面可以知道，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

以后，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的重要性。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要

完成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历史责

任，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政党，即共产

党。他们强调，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是无

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力量；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他们这样

说道：“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

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

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

大、更坚固、更有力。”[1]40-41 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

会”所起草的《共同章程》中更是明确地指出：“无产

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

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

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

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崇高目标——消灭

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10]611

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自己的政党，贯穿于无产阶级

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过程，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时

期是这样，在夺取政权后的建设时期也是如此。

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我们另一

方面也可以知道，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

国家以后，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究竟肩负着

什么样的使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

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

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仅要镇压阶级敌人的反

抗和破坏活动，防御外来的侵略和颠覆，而且还要

组织领导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对

整个社会的全面的深刻的改造，最终完成消灭一切

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废除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

伟大的历史使命。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

社会生产力，为最终消灭阶级提供物质前提。正如

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财

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

会成员有充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

且还可能保证他们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

发展和运用”[11]322。由此可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

件下，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

民群众发展生产力，并将其作为中心任务是题中应

有之义。

应当说，中国道路的开创者在坚持改革开放的

过程中，又同时如此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此地

强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重要性，是深得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政党学说的要

领的，即他们深刻地知道，在当今中国，如果没有一

个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如果没有中国共产

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中国道路不可能顺利地推进并

取得成效。当中国共产党确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

建设、发展生产力以后不久，邓小平又旗帜鲜明地

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

话。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

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

现代化的根本前提。”[4]164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

共产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两项。他在这

次会上还指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

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

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

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

设事业。”[4]173 在其后召开的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

上，邓小平则特别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他这样说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

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

度。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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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4]391

就这样，四项基本原则就和改革开放一样，构成了

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中的“一

个基本点”。

纵观中国这 30 多年的发展，不难发现，中国道

路不断推进的过程，也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过

程，每当中国道路的推进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总是站出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重要性，这已经成了中国道路顺利向前发展最重要

的政治保证。实际上，这一政治保证植根于马克思

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

党学说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在 20 世纪

末和 21 世纪初的中国大地上，不但被有效地运用

了而且被进一步“证实”了。

五、中国道路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

理论的现实性

在 19 世纪 70、80 年代，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上实

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他几乎中断了对《资本论》第

二卷、第三卷的撰写与修改，实际上是搁下了对西

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性研究，而把目光移向东方，开始对俄国土地制度，

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全新的专门研究”。于是，他

提出了俄国和东方其他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

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人们常常把

马克思以这一设想为主要内容的相关思想称为马

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在这里不是从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

要性和可能性的。马克思在这里遵循的是另一种

思路，他揭示了这样一个社会发展规律：像俄国这

样的具有农村公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传统的落后

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条件下，可以利用历史提

供的“最好的机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跨越资本主

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

亚细亚生产方式尽管与东方社会的落后与专制有

不解之缘，但它又在东方天国广阔的土地上展示着

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化并不是亚

细亚生产方式下的东方社会的唯一出路。他为东

方社会构想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对于这种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

起来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马克思没有做出详尽

的论述。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他是把资本主义

的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导致的社会主义与跨越资本

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严格

地区别开来的。他特别指出，后者“能够不通过资

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其“一切肯

定的成就”[12]431-432。这就是说，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前者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

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而后者

则是有待于“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资本

主义前”的社会主义，所以，它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同一序列上。从这一意义上说，它并不高于资本

主义。

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

谷”，建立有待“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的

社会主义的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晚年

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部分得到

证实，尽管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

马克思的这一设想。但非常可惜的是，列宁的继承

人斯大林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

来的有待“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社会主

义，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导致的建立在

“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混

为一谈，按照后者的模式来规划前者。时到今日，

纵观苏联成立到解体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苏联社

会主义制度的受挫绝对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

是由于本来在苏联就缺少搞社会主义的土壤，在苏

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本来就是一种“原罪”，本来在苏联就不应跨越“卡

夫丁峡谷”；苏联社会主义的受挫主要在于混淆了

两种社会主义的差别，用建立在“资本主义一切肯

定成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指导有待“吸取

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社会主义的实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实际上主要是给中国送来了东方落后国家跨

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光辉范

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

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通过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来振兴

中国的道路。同十月革命一样，中国革命的成功也

部分地证明了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进行无产

阶级革命的设想。但同样非常可惜的是，毛泽东后

来犯了与斯大林类似的错误。中国所建立的社会

主义明明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

来的有待“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社会主

义，而他却将此误认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

中所描述的那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导致

陈学明 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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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的社会

主义。随着在 1956 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

就基本上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描述

的那种社会主义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于是就留下了如下一个“世界性难题”：原来经

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夺取政权，并确立了社会主义

制度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

会主义。

这一难题由于中国道路的开创，得以破解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回答经济文化

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开始自己的

理论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成和完

善的过程，中国道路开辟的过程，正是破解经济文

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难题的过程。

关键在于，中国道路把两种社会主义明确地区

分开来了。这一道路的总设计师之所以强调我们

目前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之所以强调

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就是为了

把它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描述的那种

社会主义区别开来。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

率先意识到中国人民在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情

况下，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但中国走社

会主义道路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成果，必

须“补资本主义的课”。他反复强调：“现在虽说我

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2]255 他的意

思是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阐述的那种

社会主义来衡量，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

的。他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

要旨就是按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

起来的社会主义的自身的要求，而不是按照资本主

义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模式，来指

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落后国家建设

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理

论。它的要旨就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

条件下，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是可以跨越的，但

是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些资本主义文明的要素

的充分发展，同生产力发展阶段一样，则是不可跨

越的。

马克思在晚年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

主义的设想。列宁、毛泽东只是将此设想实现了一

半，即只是在苏联和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

谷”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此设想的另一半，或

许是更重要的另一半，即将两种社会主义区别开

来，按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自身的要求来指导其建设，进而走向马克

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由于中国道路的开创也将得以实现。以

把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为宗旨的中国道

路，全面地、完整地贯彻了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落

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从而使马克思的东方

社会理论真正具有了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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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e road proves that the theory of social basic contradiction of Marxism is an irrefutable truth; the Chinese road

lights up ideological line of Marxi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e Chinese road suggests that the judgment that Marx-

ist socialism will inevitably replace capitalism is nothing wrong; the Chinese road means that the Marxist theory

of State and Party is effective; the Chinese road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reality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Theory of

Marxism.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Building in the ArmyFully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Building in the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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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ological work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work of the CPC and it permeates every aspect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army

buildi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network

and other new media technology have advanced quickly with more people (including the majority of the officers and men) en-

thusiastically participating in the public affairs.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spiracy from various hostile forces has brought some

negative influence on military ideological building.The domestic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are getting increasingly

fierce with diverse ideas and concepts. Accordingly, some new problems have arisen with more conflicts ingeniously concealed

in them. Faced with so complicated situations we must be courageous and realistic enough in dealing with those problems and

try hard to strengthen the army ideological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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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we should, first of all, be clear about the study subject, clarify the train of thought and find the study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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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Xiaohe,Ping Yang
The continuous advance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calls for deeper military standardization reform and also exerts far-reach-

ing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of military produc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By establishing the model of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standardiza-

tion refor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It insists that military standardization system should be devised

on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basis and in a unified framework so that the system can play a part i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e-

source configu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The conclusions areas fol-

lows: military standard optimal intensity and relative capital intensity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only by improving rel-

ative capital intensity can war industry enterprises develop in a better and quicker way in the civil-militaryintegration process.


